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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劝止农工党“光荣结束”始末
1949 年 11 月 14 日—26 日，

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下简称农工
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在北京隆
重召开。此时此刻，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才一个多月，整个北京城还
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喜庆之中。然
而在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
会场上气氛却有些异样：一些代表
情绪高昂，另一些代表却沉默寡
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光荣结束”之争

原来就在这个时候，各民主党
派如民盟、九三学社、民进、农工党
的部分人士眼看新中国诞生了，认
为民主党派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
民族解放、和平民主的目标都已实
现了，民主党派没有必要再继续存
在下去，可以自行解散了，说得好
听一点，可以“光荣结束”了。

这股风在农工党第五次全国
干部会议上刮得格外凶猛，争论格
外激烈。在争论中还出现了一个
怪现象：那些主张“光荣结束”的代
表虽然只占少数，但慷慨激昂，气
势逼人，而且被标榜为“代表进步
的意见”；而那些不赞成“光荣结
束”的代表虽然占多数，但却被认
为是“思想落后”的表现，不敢理
直气壮地据理力争，只能情绪消极
地听任大会的最后决定。

当时会上有位年仅 20 多岁的
代表格外活跃，他叫章师明，时任
农工党南京市委负责人，他就是属
于极力主张农工党立即“光荣结
束”的代表之一。2002年，已80岁
高龄的章师明写了一篇追忆那次
干部会议的文章。他写道：“当时
我在会议期间，不但找出各种理由
主张‘光荣结束’，而且在会议住地
已拟好了一份南京组织向社会宣
告结束的启事，一旦会议作出决
定，回到南京就将启事登报。”

周恩来亲自出面劝止

就在农工党面临生死抉择的
关键时刻，刚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
的周恩来知道了这一情况。他当
即于 11 月 22 日上午邀请农工党
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季方、郭则
沉晤谈，就农工党的前途、任务和
作用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并迅
速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紧接着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
邀请出席农工党全国干部会议的
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会议厅，向大
家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周恩来
一开口便表示，他之所以请大家来
此开会，就是为了表明他不赞成农
工党“光荣结束”的立场。全场立
即安静下来。周恩来接着说出缘
由：“农工民主党不同于中共以外
别的党派者，它是唯一具有革命传
统基础的党。”

周恩来又说：“农工民主党是
一个政党，1927 年以后断断续续
存在了二十二年才有今天这样一
个会议的举行，当然不能不考虑
到党的历史性发展，借以确定今
后的前途。诸位要很认真很严肃
地来对待这个问题，通过冷静的
分析，达到正确的结论。”说到这
里，周恩来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
意见：“就我看来，农工民主党还
不是应该结束的时候呢。我以为
农工民主党还有它的历史任务，
不能让它无疾而终。一个革命政
党不必害怕自己的消灭，但是农
工民主党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周恩来的劝止，对扭转农工党
“光荣结束”起了关键作用，避免了
农工党“无疾而终”的严重后果。

亲密关系非同一般

周恩来为什么要在百忙之中
亲自出面，极力劝止农工党“光

荣结束”呢？
众所周知，农工党是在 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为继承孙
中山的革命主张而于 1930 年 8 月
9日在上海成立的政党。其前身是
中华革命党，因立场介于国民党与
共产党之间，一度被社会称为“第
三党”。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农工党与
中国共产党的政纲有不少共同
点。这突出体现在农工党创建人
邓演达在成立大会上宣读的《我们
的信条》中：“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
史的唯物主义”“我们的事业是继
续孙中山的革命”“我们的任务是
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
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等等。

而从农工党几十年的革命历程
看，也正是如此。如1935年8月1
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呼吁

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农工
党即于11月举
行的第二次全
国干部会议上
公开表态：“响
应中国共产党

《八一宣言》，作
出决议：‘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
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与中国共产
党合作抗日的道路。”

抗战期间，蒋介石制造了多次
反共高潮，农工党都旗帜鲜明地站
在共产党一边。为此，中共中央多
次表示“第三党是与我们最接近，是
最同情我们的”政党。正因为如此，
周恩来自然希望农工党在新中国建
立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什
么“光荣结束”。（摘编自《世纪》）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新
生的红色政权从诞生之初就面临
着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的军事

“围剿”与严密的经济封锁。
1933 年，临时中央政府发布

《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明确提
出要以现金聘请专门技术人才。

“凡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
军事技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
而愿意来者，请向各地共产党组织
及革命群众团体接洽，并填写履
历，转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可答复并谈
判条件，于订立合同后，护送入苏
区。”这是红色政权公开颁布实施
的第一个“招贤令”。

尽管面临国民党严密封锁与
交通阻隔，这则“招贤令”仍取得
了重要成效，吸引了一批来自白
区、旧军队乃至海外支持革命的
专业技术人员进入苏区。例如傅
连暲，原汀州福音医院院长，携全
部医院设备与家产迁往瑞金，成

为“苏区第一个模范”；戴济民，毕
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原在吉安
开设私人诊所，经红军争取后携
带全部药品与医疗器械加入红
军；韩日升、刘广臣、郝希英等奉
天兵工厂技术工人，被选派进入
中央苏区兵工厂工作。

同时，红军还注重对国民党
军队中起义人员与被俘人员的转
化。例如王诤、刘寅、李治等人在
龙冈战斗后脱离国民党军队，加
入红军，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
业的奠基人；军医陈义厚在宁都
起义后加入红军并入党。

据统计，至 1934 年中央红军
长征前，中央苏区累计引进了数
百名专业技术人才，涵盖医疗、通
信、军工、农业等多个领域。中央
苏区先后创立了无线电学校、军
医学校等专业技术学校，不仅培
养了一批本土技术骨干，也初步
形成了“教育—实践—服务”相结
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摘编自《赣
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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